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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更始”观念与新莽改制＊

王　通

［摘　要］“更始”在先秦时期由单纯表述时序更迭逐渐进入政治文化领域，秦二世诏书已将“与黔首更
始”落实在政治运作中。两汉“更始”诏书多伴随大赦吏民、制度变更。吏民以“更始”“更生”取名体现出君
民的互动联结。“更始”体现的受命改制在武帝时首先落实为“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等。元、成之后伴
随汉室衰落，“更始”又增添了术数、历运义涵，表现为汉室“延祚”。东汉时期对大赦、改制等层面的“更始”

均持保守、警惕态度。新莽全面吸收、利用了武帝以来的“更始”理念。对“更始将军”名号选择以及与“宁
始将军”数次互换名号举动的讨论，有助于理解新莽改制的阶段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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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伯源在《说新———兼论年号之起源》一文中集中讨论了两汉时期“新”“再受命”“更始”等概念，
指出西汉人喜言“新”，好说“更始”，“新”实两汉经学思想之中心①。文章以“新”为中心展开，而对于
“更始”这一在文献中频繁出现的概念讨论似嫌不足。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在讨论两汉时期“赦天下”主
题时注意到“更始”与赦令、改元等内容的关联，其着眼点在于新政治秩序的确立②。对于“更始”这一
概念的含义以及新莽时期与“更始”相关的制度建设，尚有一定的讨论空间③。
学者在讨论“更始”时多就两汉材料展开，而“更始”作为一个与政治文化相关的语辞在先秦及秦

统一时即有运用，在两汉之际表现最为突出。新莽改制可以说就是一次系统的“更始”行动，其在制度
设计、名号变更上有着“制定则天下自平”的特殊热情，这些在职官、爵国、地理等方面都有十分鲜明的
体现。其中作为“四将”之一的“更始将军”这一名号的设置及其更名，则又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新莽
改制在公卿名号变动中的一种思路。故此，对于“更始”这一概念在秦汉时期的运用，值得做出更为细
致的梳理。探析“更始”这一概念的生成及其在两汉时期使用的情形和语境，对于认识两汉乃至新莽
时期的政治文化变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更始”名义溯源

顾名思义，“更始”意味着重新开始、再次启动。在先秦秦汉的经学、子学文献中，“更始”常指天文现
象的回复乃至岁月时序的更迭，这应当是这一概念产生之初较为浅近而自然的义涵。

《礼记·三年问》载：
　　然则何以至期也？曰：至亲以期断。是何也？曰：天地则已易矣，四时则已变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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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以是象之也①。

《礼记·月令》载：
　　是月也，日穷于次，月穷于纪，星回于天，数将几终，岁且更始，专而农民，毋有所使。天子乃与公、卿、大夫，

共饬国典，论时令，以待来岁之宜②。

无论是“岁且更始”还是“莫不更始”，或是一年岁月的重新开启，或是世间万物的再次生长，都倾向自
然与时序的变化。这种自然意义上的“更始”与更大范围的人群息息相关，有可能是这一概念产生的
初始背景。在较晚史料《风俗通义·祀典》中的“桃梗”条载：“桃梗，梗者，更也，岁终更始受介祉
也。”③“雄鸡”条载：“《青史子》书说：‘鸡者，东方之牲也，岁终更始，辨秩东作，万物触户而出，故以鸡
祀祭也。’”④我们可以更形象地看到与岁月更始相关的具体化的祭祀对象和声训关联，这些都更侧重
于自然和世俗生活的层面。可见这种自然时序意义上的“更始”，是在先秦两汉历史中对人们生活构
成持续影响的。
而我们仔细揣摩《礼记》《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关于“更始”的几处类似记述，除了岁月更始的自

然涵义外，尚能感受到其背后隐约的政治文化意味。几处表述多属“月令”类文献，“月令”这一政治文
化因素对先秦两汉时期的政治运行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顺时气”“合时节”是衡量政治行为是否得
当的重要标准之一，这也使得在《月令》中作为“岁且更始”的“季冬之月”，有着独特的政治意义。在岁
月更迭之际“天子乃与公、卿、大夫，共饬国典，论时令，以待来岁之宜”，则是在此时共同商讨一年之内
的制度完善和政治规划，以期许崭新一岁的开启。我们可以隐约感受到这种单纯表达岁月时序更迭
的“自然时间”被赋予了关乎制度建设的政治文化意义⑤。同时在岁月更始之际，“农民无有所使”，则
体现了天子公卿在岁末减轻农民劳动负担的政策以及统治阶层与百姓一道整装待发，以期来年的愿
望。这种“天子－卿大夫－民”的上下互动甚至包含了秦汉时期所谓“与民更始”的基本对应关系，当
然这些都是从年岁的自然变更这一前提下生发出来的。
我们熟识的“与民更始”“与天下更始”在两汉时期的诏令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学者所论也多就两

汉时期展开，其实先秦及秦代文献中就产生了这一两汉时期习用的语辞搭配并将其运用到现实政治
中。如《庄子·盗跖》篇载：

　　孔子曰：“丘闻之，凡天下有三德……将军有意听臣，臣请南使吴越，北使齐鲁，东使宋卫，西使晋楚，使为将

军造大城数百里，立数十万户之邑，尊将军为诸侯，与天下更始，罢兵休卒，收养昆弟，共祭先祖。此圣人才士之

行，而天下之愿也。”⑥

此处“与天下更始”的表述同秦汉时期进入政治文化领域的“更始”概念已基本相同。此种表述在秦代
落实到了诏令之中。汉初思想界有着一个对于秦二世速亡进行反思的阶段，贾谊所著《过秦论》三篇
更为史迁推重，并将其附录在《秦始皇本纪》末。其在反思秦二世的无道时写道：

　　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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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正义》卷五八《三年问》，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版，第３６１０页。《荀子·礼论》中所载与此类
似：“天地则已易矣，四时则已遍矣，其在宇中者莫不更始矣，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王先谦：《荀子集解》卷一三《礼论篇》，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第３７３页）
《礼记正义》卷一七《月令》，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２９９７页。与此表述相近的史料尚有《吕氏春秋·季夏纪》：“黄钟之
月，土事无作，慎无发盖，以固天闭地，阳气且泄。大吕之月，数将几终，岁且更起，而农民无有所使。”（吕不韦编，许维遹集
释，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六《季夏纪》，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３６页）《吕氏春秋·季冬纪》：“是月也，日穷
于次，月穷于纪，星回于天，数将几终，岁将更始。专于农民，无有所使。天子乃与卿大夫饬国典，论时令，以待来岁之宜。”
（吕不韦编，许维遹集释，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一二《季冬纪》，第２６０页）《淮南子·时则训》：“是月也，日穷于次，

月穷于纪，星周于天，岁将更始。令静农民，无有所使。天子乃与公卿大夫饰国典，论时令，以待嗣岁之宜。”（刘安编，何宁
撰：《淮南子集释》卷五《时则训》，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版，第４３１页）

④　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３６７、３７４页。

关于月令与先秦两汉政治关系的研究可参邢义田：《月令与西汉政治———从尹湾集簿中的“以春令成户”说起》，《治国安邦：

法制、行政与军事》，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２５～１７９页；杨振红：《月令与秦汉政治———兼论月令源流》，《出土简牍与
秦汉社会》，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８７～２３３页；薛梦潇：《早期中国的月令与“政治时间”》，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本文着重关注月令中岁月更始与政治变动的互动关系。

郭庆藩：《庄子集释》卷九下《盗跖》，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版，第９９３～９９４页。



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①。

此句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点校本如上作“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繁刑严诛”，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史
记》修订本的标点一仍其旧②。《集解》引徐广曰：“一无此上五字。”③指出其所见一版本无“坏宗庙与
民”五字。后续《史记》及贾生《新书》研究者多认同徐广所举版本，并认为秦二世并没有“坏宗庙”的相
关政策④。也有学者在此基础上认为“与民更始”是“更化之美词”，不应该加之“作阿房宫”这种劳民
伤财的政策之上⑤。另有学者虽认为当有此五字，但仍纠结于“更始”是美词，不应加诸无道的秦二
世，并且主张调整语序⑥。综合诸家所论，其间所涉多关乎秦二世相关史事及对“更始”这一语辞之性
质和用法的判定。有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指出此处应作“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⑦，我
们还可结合相关材料对此做些补充讨论。
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九号井出土简牍中的秦二世诏书载：

　　天下失始皇帝，皆遽恐悲哀甚，朕奉遗诏，今宗庙吏（事）及箸（书）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律令当除定者毕

矣。以元年与黔首更始，尽为解除故罪，今皆已下矣。朕将自抚天下。（正）吏、黔首其具行事，毋以䌛（徭）赋扰

黔首，毋以细物苛劾县吏。 亟布。 （Ｊ９③１）⑧

与之可相比照的还有北京大学藏西汉简《赵正书》中的记述：

　　王死而胡亥立，即杀其兄夫（扶）胥（苏）、中尉恬。大 （赦）罪人，而免隶臣高以为郎中令。因夷其宗族，

（坏）其社 （稷），燔其律令及古（故）世之臧（藏）。有（又）欲起属车万乘以扶（抚）天下，曰：“且与天下更始。”⑨

通过与以上两种出土文献的对照，我们可以确认《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就应点断为“坏宗庙，与民
更始，作阿房宫”。两处出土文献中均有宗庙调整、律令更定、大赦罪人这三项基本内容，可见所谓“与
黔首更始”乃至“与天下更始”所指就是这三项政策，宗庙调整一项并非如前引学者所论于史无据。从
措辞来看，《赵正书》中“坏其社稷”“燔其律令”的表述很明显是对二世原始诏书所载政策变动的批判
甚至颠倒，这与《过秦论》中“坏宗庙”“繁刑严诛”的表述是一致的，其目的在于突出表现二世之暴政。
而“与天下更始”“与民更始”则更有可能是对二世原始诏书“与黔首更始”的迻录。可见无论美刺，汉
人对秦二世“更始”之诏应是熟识的，对二世赋予“更始”政策变动的义涵也是认可的，只不过汉人对其
“更始”的具体内容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二世诏书中“以元年与黔首更始”将更始
政策系于元年，同时发布“解除故罪”等措施，这已初步具备了两汉时期更始之诏多伴随改元与大赦的
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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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８４页。以下所引《史记》除标明为２０１４年版外，均用此版
本。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版，第３５７页。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２８５页。

如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指出：“二世无坏宗庙之事。‘更始作阿房宫’为句，谓复作阿房宫也。”（氏著：《史记志疑》卷五《始
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９３页）徐善同《读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认为：“考史无二世坏宗庙事，则此‘坏宗庙’云
云，甚为可疑，徐说殆是。”（氏著：《读史记秦始皇本纪》，《大陆杂志》第４１卷第１期，第３４页）

王耕心在《贾子次诂》中指出：“徐广盖犹及见古本，故有此说。诸家失考，皆增此五字，疏矣。”并认为：“坏宗庙事，二世所无，
《本纪》具在，不当诬罔。与民更始乃更化之美词，亦不当加诸作阿房之上。”（氏著：《贾子次诂》卷一《内篇一》，清光绪王氏龙
树精舍刻本，第４０页）

俞樾在《诸子平议》中指出：“与民更始四字，当在不行此术句下。”则也当是认为作为美词的“与民更始”与本段说二世无道冲
突，因此将其调整到“二世不行此术”句下，即秦二世没有做到“与民更始”而继续横行无道（氏著：《诸子平议》卷二七《贾子
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４年版，第５４４页）。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认为：“俞说可通，唯嫌‘坏宗庙作阿房之宫’无据。如
文似可解为譬况之辞（指仁义不施而七庙堕），不必坐实。”（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卷一《过秦下》，北京：中华
书局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１页）按，俞氏以“与民更始”四字为句是正确的，但其认为“与民更始”四字位置有误，则属无版本依据的
理校，且并不符合史事。

王志勇：《〈史记〉新考》（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２０１７年，第３３～３４页。

释文参见张春龙、张兴国：《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九号井出土简牍概述》，《国学学刊》２０１５年第４期，第５～７页。相关校改补
释可参陈伟：《〈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诏书〉通释》，《江汉考古》２０１７年第１期，第１２４～１２６页；蒋伟男：《益阳兔子山遗址九号
井简牍文字补释》，《中国文字学报》２０１７年第八辑，第１４６～１４９页；孙闻博：《初并天下———秦君主集权研究》，西安：西北大
学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６８页。今依孙闻博调整后的释文。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９０～１９１页。



综上所论，在战国及至秦统一时期，“更始”除了在早期月令语境下表示岁月更迭之外，已经开始
作为一个专门语辞进入到政治运行与诏令发布中，已经初步具有了改元、大赦、制度调整乃至君民一
体互动的主要特征。两汉时期在继承这一基本内容的同时，“更始”概念在各种语境下的使用及变动
呈现出更为深刻的意义。

二　“更始”在两汉政治中的展开

在两汉时期的正史记载中，“更始”已经作为一个关涉政治文化的语辞频繁进入到日常政治运作
中，我们首先综合《史记》《汉书》《后汉书》的相关材料，将涉及“更始”的各种表述分类汇集如下：

表１　“更始”概念使用分类表

类型 表述 出处

表明“更始”对象

与天下更始。与世更始
《史记·齐太公世家》《汉书·平帝纪》《汉书·食货志》
《汉书·翼奉传》《史记·龟策列传》

与民更始。与人更始 《汉书·武帝纪》《后汉书·顺帝纪》

与吏民更始 《后汉书·殇帝纪》

与士大夫励精更始 《汉书·宣帝纪》

海内更始 《汉书·礼乐志》《汉书·王莽传中》

与（之）更始。顺流与之更始。 然
更始（指称不定）

《史记·吴王濞列传》《后汉书·章帝纪》《后汉书·袁术
列传》《史记·萧相国世家》《汉书·曹参传》《史记·匈
奴列传》

“更始”与赦罪除恶

涤除与之更始 《汉书·武帝纪》

荡涤天下，与民更始；荡涤宿恶，与
人更始

《汉书·武帝纪》《后汉书·顺帝纪》

宽赦罪隶，扫除更始 《后汉书·陈龟列传》

“自新”与“更始”

自新，嘉与士大夫更始 《史记·孝武本纪》《史记·封禅书》《汉书·武帝纪》

咸自新，与更始 《汉书·石奋传》

正身与天下更始 《汉书·杜邺传》

圣（人）者日新，改作更始 《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

嘉与海内洗心更始 《后汉书·顺帝纪》

“改元”与“更始” 改元更始 《后汉书·郎顗列传》

　　梳理以上材料，我们还需结合具体语境分析“更始”的使用情境及其意义以及两汉时期对于“更
始”这一概念的态度和认识。以下两条史料可以体现出两汉时期人们对政治、社会实现“更始”状态的
两种典型认识。《汉书·礼乐志》篇末载班固描述其所处的时代形势：

　　今海内更始，民人归本，户口岁息，平其刑辟，牧以贤良，至于家给，既庶且富，则须庠序礼乐之教化矣①。

《后汉书·郎顗列传》载郎顗于顺帝阳嘉二年（公元１３３年）复对尚书条“便宜七事”中的第七事：

　　宜因斯际，大蠲法令，官名称号，舆服器械，事有所更，变大为小，去奢就俭，机衡之政，除烦为简。改元更始，

招求幽隐，举方正，征有道，博采异谋，开不讳之路②。

《汉书·礼乐志》中班固描述当世“海内更始”，体现在民人富足、刑罚得当、选贤任能等各个方面。而
《后汉书·郎顗列传》所载则体现出与“更始”相配合，需要有法令、官制、舆服器械、改元、求贤等方面
的制度变更。这两个方面恰能反映出汉人对于“更始”最基本的两点期待。这两点又是常常紧密联系

·２２·

①

②

班固：《汉书》卷二二《礼乐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１０７５页。

范晔：《后汉书》卷三〇下《郎顗列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版，第１０６５～１０６６页。



在一起的，即只有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变更，才会产生教化大行的太平盛世。
首先，与《汉书·礼乐志》中所载相配合的是两汉时期常常以“更始”的名义来施行大赦天下和吏

民赏赐等一系列惠政①。如《史记·封禅书》载：
　　自新，嘉与士大夫更始，赐民百户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复博、奉高、蛇丘、历城，无出今年租

税。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过毋有复作。事在二年前，皆勿听治②。

再如《后汉书·顺帝纪》载：
　　制诏曰：“昔我太宗，丕显之德，假于上下，俭以恤民，政致康乂。朕秉事不明，政失厥道，天地谴怒，大变仍

见。春夏连旱，寇贼弥繁，元元被害，朕甚愍之。嘉与海内洗心更始。其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谋反大逆诸犯不

当得赦者，皆赦除之。赐民年八十以上米，人一斛，肉二十斤，酒五斗；九十以上加赐帛，人二匹，絮三斤。”③

这种与“更始”密切联系的赦罪有时也不仅限于以皇帝诏令的形式发出，在东汉时期循吏政治、地方条
教发展强化的背景之下，一些地方官吏甚至也可以用“更始”的名义来妥善处理寇盗问题，如《后汉
书·李固列传》载：

　　永和中，荆州盗贼起，弥年不定，乃以固为荆州刺史。固到，遣吏劳问境内，赦寇盗前衅，与之更始④。

值得注意的是，此类“更始”诏令并不仅仅代表了统治阶层对于社会治理以及吏民生存状态的期待，同
时也表达着统治阶层与吏民的互动。这种互动小处可见在宽宥罪刑之下的洗心革面，大处则更包含
历史变革以及新的政治秩序建立之下个人命运的重启。其中最为突出的体现就是吏民在海内更始的
情势下个人命运的“更生”。

“更生”与“更始”词义接近，但“更生”在文献中多用于吏民百姓。如《后汉书·郭躬列传》载：“伏
惟天恩莫不荡宥，死罪已下并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独不沾泽。”⑤即是在赦令之下有罪刑者的“更生”。
针对时君臣子又常以百姓“更生”来称颂其治下政治秩序之良好，如《汉书·王吉传》载王吉上书言得
失：“陛下躬圣质，总万方，帝王图籍日陈于前，惟思世务，将兴太平。诏书每下，民欣然若更生。”⑥《后
汉书·张纯列传》载：“臣伏见陛下受中兴之命，平海内之乱，修复祖宗，抚存万姓，天下旷然，咸蒙更
生，恩德云行，惠泽雨施，黎元安宁，夷狄慕义。”⑦史家追述前代所建立的具有突破性的政治秩序，则
也往往赋予百姓“更生”的评价。如《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严安上书：“及至秦王，蚕食天下，并吞
战国，称号曰皇帝，主海内之政，坏诸侯之城，销其兵，铸以为钟虡，示不复用。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
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⑧《后汉书·杨终列传》载：“高祖平乱，约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
万姓廓然，蒙被更生，泽及昆虫，功垂万世。”⑨

个人名字的选取往往能反映出一个时代鲜活的文化信息，与这些正史中类似溢美之词的历史书
写相比，吏民常以“更始”“更生”作为取名的选择似乎更能反映出这种上下互动的真实性。汉初吕氏
家族的赘其侯吕更始，宣帝时“以儒术进”的尹更始都是以“更始”为名的实例，《悬泉汉简》中也有以
“更始”为名的实例，如“以食冗作席工宜年里纡更始一人食（Ⅰ９０ＤＸＴ０２０９⑤：９）”�10。而吏民以“更

·３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10

以往学者对汉代大赦行为较为关注，如上引西嶋氏研究指出“赦”与“更始”的联系：“对天下行赦，是基于与吏民共同更始的
意图，为此要荡涤宿恶。”“而所谓更始，是否定旧的秩序、制成新的秩序，自新也是同样的意义。”（氏著：《中国古代帝国的形
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第３７７～３７８页）李俊芳也提出了与此类似的观点（氏著：《汉代皇帝施政礼仪研究》，北京：

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２９～１３１页）。另外从文书行政层面看，两汉与赦令相关的官文书常以“露布”的形式传递，公开性
较强，这也体现出其旨在晓谕天下百姓“与民更始”，并意图与之构成互动、联结。

司马迁：《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１３９８页。

范晔：《后汉书》卷六《顺帝纪》，第２６４页。

范晔：《后汉书》卷六三《李固列传》，第２０８０页。

范晔：《后汉书》卷四六《郭躬列传》，第１５４４页。

班固：《汉书》卷七二《王吉传》，第３０６２页。

范晔：《后汉书》卷三五《张纯列转》，第１１９７页。

司马迁：《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第２９５８页。

范晔：《后汉书》卷四八《杨终列传》，第１５９７页。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贰）》，上海：中西书局２０２０年版，第９页。



生”为名则更为常见，《汉书·楚元王传》载：“向字子政，本名更生。”①可见刘向本名即为刘更生②。此
外在西北地区出土的汉简中以“更生”为名的基层吏员更不乏其例。如《居延汉简》中有“隧长更生
（５４．２３Ａ）”③，《居延新简》中有“戍卒魏郡元城临河里郝更生（ＥＰＴ５９：４８）”④，《肩水金关汉简（伍）》中
有“里父老更生（７３ＥＪＣ：５２９Ａ）”⑤，敦煌悬泉置遗址采集简中有“令史更生（１３１９）”⑥，酥油土出土封检
亦有“青堆隧长张更生（ＤＢ：２４４）”⑦。这些都反映出以“更始”“更生”为名并不是社会上层的个例，而
是寄托着整个社会政治文化风气中每一个个体对个人命途与政治时运相关联的双重期许。
但是，随着这种“皇帝‘与民更始’－百姓‘更生’”叙述模式的形成，东汉的政论家却常常对这种伴

随大赦的“更始”诏令多有非议。王符《潜夫论·述赦》中载：

　　今不显行赏罚以明善恶，严督牧守以擒奸猾，而反数赦以劝之，其文常曰：“谋反大逆不道诸犯，不当得赦皆

除之，将与士大夫洒心更始。”岁岁洒之，然未尝见奸人冗吏，有肯变心悔服称诏者也。有司奏事，又俗以赦前之

微过，妨今日之显举。然则改往修来，更始之诏，亦不信也⑧。

崔寔《政论·阙题》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又践作改元际，未尝不赦，每其令曰“荡涤旧恶，将与士大夫更始”，是褒己薄先，且违无改之义，非所以明孝

抑邪之道也⑨。

王符主要谈及这些大赦更始的诏令并没有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奸人冗吏”并没有在大赦之下有所
“更始”，有所悔悟。而崔寔则指出这些“更始”行为有违孝道，违背了“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准则，有
利用惠政褒扬自己而鄙薄前代帝王的意味，同时也不利于“抑邪”。这一点和王符的认识是相同的，这
也表明了他们面对东汉末年的社会生态提出了类似的要求。我们通过上面表格统计的信息也确实可
以看到，东汉以皇帝名义发出的大赦更始诏令远较西汉为少。王符与崔寔之所以持有此种态度，更与
东汉以来政治文化中对“更始”态度的转变有关。这一点将在下面详论。
其次，《后汉书·郎顗列传》所载关乎制度变更的内容显示出“更始”理念对历史发展进程的推动

作用。
上文提到了在新的政治秩序重启、确立之下百姓的“更生”，而在两汉大部分思想家看来，一个新

的政治纪元重启，则必然配合新的政治时序、制度、礼仪的确立。尤其西汉初承秦之弊，东汉初承亡新
之弊，这种需求就显得更为急切。《史记·萧相国世家》载：“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籥，因民
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10《汉书·食货志下》载光武帝刘秀受命之后的政策调整：“后二年，世祖受
命，荡涤烦苛，复五铢钱，与天下更始。”�11可见在秦末汉初、两汉之际这样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对于
汉初除秦苛政、光武废新币制都赋予了“更始”的意义。与此类似，“更始”也常渗透到两汉时期对早期
历史的评价当中，《史记》中对于商周时期政治成就的追述就常常赋予其“更始”的意义，如《史记·齐
太公世家》载：“封比干墓，释箕子囚。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12《史记·龟策列传》载：“邦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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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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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⑧

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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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第１９２８页。

徐兴无注意到刘向曾以“更生”为名并分析其中涵义时指出：“‘更生’意味着再次获得生命。”“汉帝国的臣民们，往往用‘更
生’这个词，形容生逢盛世、幸遇明君。”而徐氏认为刘更生之名典出《庄子·达生》：“弃世则无累，无累则正平，正平则与彼更
生，更生则几矣。”（徐兴无：《刘向评传（附刘歆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３页）这点认识我们认为需重
新考量，我们更倾向于认为“更生”之名的选择放在两汉“与民更始－百姓更生”的语境之下理解似乎更为妥帖，而且《庄子》

此句郭象注文：“更生者，日新之谓也。付之日新，则性命尽矣。”将“更生”与“日新”两者结合起来阐发似乎受到了两汉时期
政治文化的影响。

简牍整理小组编：《居延汉简（壹）》，台北：“中研院”史语所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７４页。

张德芳主编，肖从礼著：《居延新简集释（五）》，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４９页。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肩水金关汉简（伍）》下册，上海：中西书局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１９页。

⑦　张德芳、石明秀主编：《玉门关汉简》，上海：中西书局２０１９年版，第１１２、８３页。

王符撰，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９１页。

崔寔撰，孙启治校注：《政论校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６４页。

司马迁：《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第２０２０页。

班固：《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第１１８５页。

司马迁：《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第１４８０页。



宁，与世更始。汤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为经纪。”①殷周时期尚未产生“更始”这一概念，
而我们可以看出在秦汉政治文化的语境之下，三代时期的理想政治也被赋予了“更始”的意义。
西汉时期，政治文化中“受命改制”意义上的“更始”最为突出。随着以五德终始说、《春秋》公羊学

为主体的思想因素深入到西汉政治中，“更始”首先被赋予了“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等内容②。这
一内容由贾谊、公孙臣等人在文帝时首倡，后又经董仲舒在武帝时发明而得落实，武帝时期“多所改
作”，完成了包含“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䄠，礼百神，绍周后”③在内的
一系列“更始”行动。武帝在位期间多发更始之诏，如：“夏四月癸卯，上还，登封泰山，降坐明堂。诏
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后升䄠肃然。自新，嘉与士大夫
更始，其以十月为元封元年。’”④值得注意的是，武帝将“改正朔”“改元”正式纳入到受命改制的更始行
动中，将前文所论《礼记·月令》等文献中偏重自然时序的更始乃至秦二世诏书不甚显著的元年下诏更
始更进一步发挥，创造并实践了关乎受命与合法性的更为深刻的“更始”概念⑤。
武帝兴作之后，昭宣承业，宣帝时期也颇修武帝故事，在武帝功业的基础上完成了中兴之业。然

而在元、成之后，汉室王朝却在灾异频仍、末世之危的阴影下与复古改制思潮的交错中艰难前行，“更
始”在这一阶段也就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元帝时期，平当就指出当时处于汉兴以来灾异频繁的艰
难时节：

　　今圣汉受命而王，继体承业二百余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风俗未和，阴阳未调，灾害数见，意者大本有

不立与？何德化休征不应之久也⑥！

元帝以“复古”为旨归推进的宗庙等改革在与儒生、宦官、外戚的周旋中进行得并不顺利，加之灾异频
繁，以至于在成帝时有京氏《易》学背景的谷永提出：“陛下承八世之功业，当阳数之标季，涉三七之节
纪，遭《无妄》之卦运，直百六之灾阸。三难异科，杂焉同会。”⑦同时产生了由齐人甘忠可提出，后续经
夏贺良、李寻等人着力推动，在哀帝时期落实的“汉家逢天地之大终”“汉历中衰”而应当“更受命”的思
潮⑧。这些可以说是“更始”在元、成以后纳入的新义并对此后新莽乃至中古时期政治发展产生了深
远影响。这一点以往学者讨论颇多，姑不展开论述⑨。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更始”观念的思想资源在
武帝时期《春秋》公羊学的基础上大为拓展，其中混合了京氏《易》等术数内容甚至原始道教的相关理
念。此时“更始”的义涵更多包含了历运、数术意义上的更始，同时与之相匹配的制度变动也在增加，
如《汉书·翼奉传》载：

　　故臣愿陛下因天变而徙都，所谓与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终而复始，穷则反本，故能延长而亡穷也。今汉道未

终，陛下本而始之，于以永世延祚，不亦优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顺太阴以东行，到后七年之明岁，必有五年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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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⑤

⑥

⑦

⑧

⑨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八《龟策列传》，第３２３５页。

关于五德终始说、公羊学与西汉政治文化关系的研究可参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自序（下册）》，北
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版，第４５１～６８３页；杨权：《新五德理论与两汉政治———“尧后火德”说考论》，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
版，第５７～１６１页。关于公羊学对西汉政治的影响可参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
华书局２０２０年版，第２４５～３３５页。公羊学中“建五始”“通三统”的义法为武帝时期“更始”之政的展开奠定了最基本的理论
依据，相关史料汇集、讨论可参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４３４～４８０页。

④　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第２１２、１９１页。
《史记·太史公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裴骃引韦昭曰：“告于百神，

与天下更始，著纪于是。”（司马迁：《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第３２９６页）应劭注武帝“太始元年”：“言荡涤天下，与民更始，

故以冠元。”（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第２０５页）关于“改元”“改正朔”政治文化意义的研究可参辛德勇：《建元与改元———西
汉新莽年号研究》，第２４１～３９４页；薛梦潇：《早期中国的纪时法与时间大一统》，《早期中国的月令与“政治时间”》，第２２０～２４７
页；郭永秉：《更始与一尊———西汉前期改元及年号使用起始问题的检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中古史研究》编委会编：《中
国中古史研究（第八卷）》，上海：中西书局２０２０年版，第３７７～４３２页。

班固：《汉书》卷七一《平当传》，第３０４９页。

班固：《汉书》卷八五《谷永传》，第３４６８页。

班固：《汉书》卷七五《李寻传》，第３１９２～３１９４页。

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自序（下册）》，第５１２～５３１页；杨向奎：《西汉经学与政治》，上海：独立出版
社１９４５年版，第７２～８５页；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０３～１１１
页。



蓄，然后大行考室之礼，虽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详察万世之策①。

可见在武、宣时期未曾措意的迁都也成为追求“更始”的一项重要制度变动。而其主体思想背景则又
加入了翼奉所修习齐《诗》的“四始五际”说等。此时，汉室在历数的末世中得以“延祚”也成为“更始”
追求的主要目标。
与武帝强力推行的兴作礼乐不同的是，元帝以宗庙、郊祀为主体的复古改制推行得并不顺利，常

在或罢或复中交替进行，其中论述就常有“因循”与“改作”之争，这也展现出“更始”的另一侧面。如
《汉书·食货志上》载师丹在哀帝即位之初的建言：“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将
以救急也。亦未可详，宜略为限。”②《汉书·郊祀志下》载：“复令太皇太后诏有司曰：‘皇帝孝顺，奉承
圣业，靡有解怠，而久疾未瘳。夙夜唯思，殆继体之君不宜改作。其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如
故。’”③可见元、成之后，随着“更始”加入更为复杂的思想资源，加之复古改制的艰难反复，伴有末世
之危的恐慌，汉室江山并没有真的实现“更受命”而是日趋混乱崩坏，直至王莽将这所有的内容整合一
处而进行全方位的“更始”。新莽时期情况更为复杂，我们后面专节讨论。
对于伴随“更始”的制度变更，东汉在经历了新莽时期大规模的改制行动所造成的社会混乱之后，

对此保持了相当的警惕性。
东汉自光武帝建国之后就一直存在着汉室再受命当重新制礼作乐的讨论和诉求。在建武时期博

士曹充就曾“持《庆氏礼》……从巡狩岱宗，定封禅礼，还，受诏议立七郊、三雍、大射、养老礼仪”④，但
曹充显然不满足于光武时期的礼乐规模，在明帝即位之后便再次上言：“汉再受命，仍有封禅之事，而
礼乐崩阙，不可为后嗣法。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大汉当自制礼，以示百世。”⑤东汉章帝时期
曾有制定礼乐的意图，章帝在元和二年（公元８５年）下诏有“兴作”之意，受业于父并追慕叔孙通的曹
褒随即上疏陈述制礼作乐的宏愿，而“章下太常”之后却遇到了阻力，“太常巢堪以为一世大典，非褒所
定，不可许。帝知群僚拘挛，难与图始”⑥。太常的反对以及章帝眼中群臣“拘挛”的态度，都可以看出
时人对此谨小慎微的态度。此后曹褒虽然在章帝的支持之下撰定《汉礼》，章帝的态度也只能是“帝以
众论难一，故但纳之，不复令有司平奏”⑦。和帝即位后曹褒继续进行《汉礼》的章句工作，却遭到更为
严重的弹劾：“后太尉张酺、尚书张敏等奏褒擅制《汉礼》，破乱圣术，宜加刑诛。帝虽寝其奏，而《汉礼》

遂不行。”⑧和帝时张奋虽也上疏表明“改作礼乐”的重要性，然而和帝的态度依然是“帝虽善之，尤未
施行”⑨。此后制礼作乐终东汉一朝便几乎处于搁浅的状态了。此时思想界颇想继承类似汉武帝制
礼作乐的功业，却因整个社会风气的变化而寸步难行�10。
东汉除了对武帝的受命改制、制礼作乐不感兴趣之外，对元成以来数术意义上“更始”的反响更与

此类似。前文所引《后汉书·郎顗列传》中郎顗主张的制度变更内容，其理论依据就与此前谷永、翼奉
等人颇为相似：

　　臣伏惟汉兴以来三百三十九岁。于《诗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诗泛历枢》曰：“卯酉为革

政，午亥为革命，神在天门，出入候听。”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兴衰得失，厥善则昌，厥恶则亡。于《易雄雌祕历》，

今值困乏。凡九二困者，众小人欲共困害君子也�11。

郎顗父郎宗即修习京氏《易》，并善风角、星算、六日七分，郎顗少传父业，兼明经典，可见其思想背景主
要来自京氏《易》学与齐《诗》学。郎顗上“便宜七事”后，官方反响却与成、哀时期大不相同，尚书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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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⑨

�10

�11

班固：《汉书》卷七五《翼奉传》，第３１７７页。

班固：《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第１１４２页。

班固：《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第１２６４页。

⑤⑥⑦⑧　范晔：《后汉书》卷三五《曹褒列传》，第１２０１、１２０１、１２０２、１２０３、１２０３页。

范晔：《后汉书》卷三五《张纯列转》第１１９９～１２００页。

对于两汉政治文化风气整体变迁的讨论及学术史梳理可参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版，第３１９～４１１页。有学者也从“汉家故事”角度阐发东汉的礼乐制作趋于保守，可参渡辺信一郎著，徐冲译：《中国古代的
王权与天下秩序（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１１５～１４７页；李彦楠：《两汉行政故事的变迁》，《史林》２０１９
年第４期，第６４～６８页。

范晔：《后汉书》卷三〇下《郎顗列传》，第１０６５页。



郎顗所论提出了有力地质疑：
　　台诘顗曰：“对云‘白虹贯日，政变常也’。朝廷率由旧章，何所变易而言变常？又言‘当大蠲法令，革易官

号’。或云变常以致灾，或改旧以除异，何也？又阳嘉初建，复欲改元，据何经典？其以实对。”①

郎顗指出时政应作出一系列的制度变更，而尚书台则认为朝政沿袭故事，率由旧章，不符合郎顗所言
的“政变常”，同时对其在“常”“变”之间的表述矛盾提出质疑，并要求其举证意欲改元所依据的经典。
这一系列诘问都可以看出东汉时期对于此种“更始”的谨慎态度。
我们看到，自东汉之后，无论是对于帝王所颁行的一系列“更始”之诏，还是对于作为受命改制的

“更始”行动，社会中所呈现出的大多是谨慎甚至于批评的态度。这与西汉一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中的政治文化变迁，我们不能不考虑新莽一朝所带来的影响。

三　新莽“更始”与“更始将军”名号考

《汉书·王莽传中》载：“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里，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
说。”②王莽改制在制礼作乐、职官变动、地名更改等各个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剧烈程度。我们结
合前文所论“更始”的几个层面来探析新莽时期“更始”的开展与落实，并以“更始将军”名号的变更为
个案来进一步解读这一概念的深刻内涵。
王莽在平帝即位初年秉政时期就首先下诏明确解读“大赦”与“更始”的关系：
　　夫赦令者，将与天下更始，诚欲令百姓改行絜己，全其性命也。往者有司多举奏赦前事，累增罪过，诛陷亡

辜，殆非重信慎刑，洒心自新之意也。及选举者，其历职更事有名之士，则以为难保，废而弗举，甚谬于赦小过举

贤材之义……定著令，布吿天下，使明知之③。

结合前文所述的“更始”伴随大赦、惠政及君民的互动、联结关系，不难看出王莽在平帝即位之初以“安
汉公”号列“四辅”而掌实权时对“上尊宗庙，增加礼乐；下惠士民鳏寡，恩泽之政无所不施”④形象的塑
造。诏中对“重信慎刑”“赦小过举贤材”的强调恰能与前引班固所论“平其刑辟、牧以贤良”遥相对应。

《汉书·王莽传上》载王莽：
　　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

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以鸡鸣为时。服色配德上黄，牺牲应正用白，使节之旄旛皆纯黄，其署曰‘新使五

威节’，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⑤。

可见王莽即位之初首要的任务就是“改正朔，易服色”并明确德运，这与武帝所为一脉相承。而其强调
的“皇天上帝威命”则是对成帝以来“汉历中衰”“更受命”中“三七之阸”的利用。王莽从居摄到即位都
持续利用了这一依据：

　　莽上奏太后曰：“陛下至圣，遭家不造，遇汉十二世三七之阸，承天威命，诏臣莽居摄，受孺子之托，任天下之

寄。”⑥

予前在大麓，至于摄假，深惟汉氏三七之阸，赤德气尽，思索广求，所以辅刘延期之术，靡所不用。以故作金

刀之利，几以济之。然自孔子作《春秋》以为后王法，至于哀之十四而一代毕，协之于今，亦哀之十四也。赤世计

尽，终不可强济。皇天明威，黄德当兴，隆显大命，属予以天下。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⑦。

故新室之兴也，德祥发于汉三七九世之后……皇帝深惟上天之威不可不畏，故去摄号，犹尚称假，改元为初

始，欲以承塞天命，克厌上帝之心⑧。

从“摄假”时期“辅刘延期”对成、哀时期“延祚”之术的延续运用，到迫于“三七九世”无法再救而即真受
命的新室更始，这一系列行动都是元帝以来“更始”理念的巧妙运用。
学者多从元帝以来复古改制的传统来分析王莽的政治文化，而如果我们将武帝以来的“更始”思

潮纳入视野来看，那么，无论是以赦令为代表的“更始”之诏，还是武帝时“改正朔，易服色”的受命改
制，乃至元成以来“更受命”的末世历数更始，几种“更始”的面向都得以在王莽时期加以利用并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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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范晔：《后汉书》卷三〇下《郎顗列传》，第１０６６页。

⑦⑧　班固：《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第４１４０、４１０８～４１０９、４１１２～４１１３页。

班固：《汉书》卷一二《平帝纪》，第３４８页。

⑤⑥　班固：《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第４０４８、４０９５～４０９６、４０９３页。



辛德勇曾以“天凤”“地皇”两个年号为中心深入讨论了新莽时期年号变更的思想动力，其中就包
含“更始”思想的体现①。除此之外，王莽“更始将军”名号的选择及更名变动，也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更
为生动而深刻的案例来揭示新莽“更始”的政治文化意义。王莽于始建国元年（公元９年）开始进行大
规模的改制行动，其中设置了四辅、三公、四将的十一公系统，更始将军即作为四将之首，在新莽政权
短短的历史时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②。值得注意的是，更始将军又在此后时势的发展中数易名号，
在其演变中又出现了以反莽为旗号的“更始”政权，这些现象值得我们结合起来讨论，从而加深对于
“更始”这一概念的认识。
王莽托符命文任命了第一任更始将军甄丰，《汉书·王莽传中》在追述王莽腹心大臣时载：
　　丰素刚强，莽觉其不说，故徙大阿、右拂、大司空丰，托符命文，为更始将军，与卖饼儿王盛同列。丰父子默默③。

继甄丰之后，《汉书·王莽传中》载：“是岁（始建国二年），以初睦侯姚恂为宁始将军。”④我们注意到此
时更始将军的名号已改为宁始将军，史籍中并未记载此次更名的原因与意图，我们可以凭借前文所讨
论的更始名义做出一点推测。此时王莽已经建立新室政权，此前始建国元年也基本完成了公卿系统
的构建及一系列改制行动，其中就包括币制的改革、王田私属令的颁行。或许此时在王莽看来，他已
经初步完成了“更始”的任务，而“更始将军”的名号就应当做出适时地更改，便于始建国二年（公元１０
年）改为“宁始将军”。
始建国年间及天凤初年，新莽政权的统治大致维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直至天凤五年（公元１８

年），《汉书·王莽传下》载：“是岁（天凤五年），赤眉力子都、樊崇等以饥馑相聚，起于琅邪，转钞掠，众
皆万数。遣使者发郡国兵击之，不能克。”⑤地方的农民暴动、盗贼蜂起使得王莽注意到事态的严重
性。为了销解盗贼，王莽又对宁始将军的名号做出改动，《汉书·王莽传下》载：

　　六年春，莽见盗贼多，乃令太史推三万六千岁历纪，六岁一改元，布天下。下书曰：“《紫阁图》曰‘太一、黄帝
皆仙上天，张乐崑仑虔山之上。后世圣主得瑞者，当张乐秦终南山之上。’予之不敏，奉行未明，乃今谕矣。复以

宁始将军为更始将军，以顺符命。《易》不云乎？‘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予其飨哉！”欲以诳燿百姓，销解

盗贼。众皆笑之⑥。

我们看到，此次将宁始将军复改为更始将军做出了明确说明，其中“顺符命”与更始将军设立之初的表
述如出一辙，符命也是王莽一贯利用的工具。此处所引述的经典文字出自《周易·系辞传》，其中“日
新”的表述是与此前运用“更始”这一概念时的情形相一致的。同时，名号的变更也伴随有“六岁一改
元”等历法的推定，这些都包含了此前“更始”的应有义涵。此次更名，也寄予了王莽再次用“更始”这
一名号来解决四方盗贼的希望。此次名号变更之后，更始将军的担任者仍是此前宁始将军廉丹。《后
汉书·冯衍列传上》载：“时天下兵起，莽遣更始将军廉丹讨伐山东。丹辟衍为掾，与俱至定陶。莽追
诏丹曰：‘仓廪尽矣，府库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战矣。将军受国重任，不捐身于中野，无以报恩塞责。’
丹惶恐，夜召衍，以书示之。衍因说丹曰……丹不听，遂进及无盐，与赤眉战死。”⑦《后汉书》所载正是
此时廉丹更名为更始将军并讨伐盗贼的时期，其间王莽追诏，可以看出王莽对事态严重性的恐慌。当
然，这次名号变更也并没有如王莽所愿起到相应作用，反而在地皇年间盗贼更盛，下江兵、新市兵、平
林兵蜂拥而起，“四方盗贼往往数万人攻城邑，杀二千石以下”⑧。更始将军廉丹也在与赤眉的战斗中
战死。此时更为重大的事件是地皇四年（公元２３年）三月“更始”政权的建立：“三月辛巳朔，平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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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⑤

⑦

辛德勇：《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第２４１～３９４页。

更始将军与同为“四将”的卫将军、立国将军、前将军相比，在新莽政权中发挥了更为显著的作用，尤以新莽政权进入不稳定
的中后期为明显。《汉书·王莽传下》载：“窃见诏书，欲遣太师、更始将军，二人爪牙重臣，多从人众，道上空竭，少则亡以威
视远方。”（班固：《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第４１７２页）“爪牙重臣”的表述提示出更始将军、太师与王莽的密切关系。此
外更始将军与太师并举尚见《汉书·王莽传下》：“太师、更始合将锐士十余万人，所过放纵。东方为之语曰：‘宁逢赤眉，不逢
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班固：《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第４１７５页）谣谚的产生更反映出更始将军在新莽政权中
后期征伐四方反叛的重要作用。

④　班固：《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第４１２３、４１２５页。

⑥⑧　班固：《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第４１５４、４１５４、４１７９页。

范晔：《后汉书》卷二八上《冯衍列传上》，第９６２～９６３页。



市、下江兵将王常、朱鲔等共立圣公为帝，改年为更始元年，拜置百官。”①

这引起了王莽前所未有的惶恐，王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予以应对，其中就包括选用史谌为廉丹的

继任者：“封皇后父（史）谌为和平侯，拜为宁始将军，谌子二人皆侍中。”②值得注意的是，此处记述史

谌所拜为宁始将军，其后史料记载有两处与此冲突。《汉书·王莽传下》有两处显示史谌为更始将军

的表述：一为“更始将军史谌行诸署”③，一为“更始将军史谌将度渭桥，皆散走”④。

对于这两种记载的冲突清人已有关注，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二八“更始将军”条载：

　　《王莽传》下王涉、刘歆、董忠等叛，“更始将军史谌行诸署”云云。考莽官本有更始将军，但上文言拜皇后父

史谌为宁始将军，其事已在刘圣公改元为更始之后，当是“宁始”，而此乃作“更始”，并下文“更始将军史谌将度渭

桥”，恐皆“宁”字之讹也⑤。

王氏认为两处“更始将军”都应是“宁始将军”的讹误，至于其中依据，王氏则提到了此时更始政权已然

成立，但未展开论述。沈家本《诸史琐言》卷八《汉书·王莽传》条也同意王氏观点并加以申说：

　　按：前文甄丰托符命文为更始将军，丰自杀，姚恂、孔永、侯辅、戴参、廉丹相继为宁始将军。天凤六年莽下

书，复以宁始将军为更始将军，以顺符命，是宁始即更始，故廉丹始称“宁始”，后称“更始”也。迨丹战死而史谌为

宁始将军，当是以汉方称更始元年，莽恶之而后改更始为宁始也。王以“更”为“宁”之讹，其说是⑥。

我们认为诸家所论虽然缺乏版本上的依据，但是在情理上将两处“更始”作为“宁始”之讹或更合理。

而此时王莽将更始将军再一次改回宁始将军，其间缘由则需要作进一步的阐发说明。诸家所论基本

是说由于“更始”政权的成立而导致更始将军的更名，这是基本正确的。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更始”政

权成立之前，刘圣公即号称“更始将军”。《后汉书·刘玄列传》记载了“更始”政权建立的过程：

　　是时光武及兄伯升亦起舂陵，与诸部合兵而进。四年正月，破王莽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斩之，号圣公

为更始将军。众虽多而无所统一，诸将遂共议立更始为天子。二月辛巳，设坛场于淯水上沙中，陈兵大会。更始

即帝位，南面立，朝群臣。素懦弱，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于是大赦天下，建元曰更始元年。悉拜置诸将，以族

父良为国三老，王匡为定国上公，王凤成国上公，朱鲔大司马，伯升大司徒，陈牧大司空，余皆九卿、将军⑦。

《汉书·王莽传下》载：“及后汉兵刘伯升起，皆称将军，攻城略地，既杀甄阜，移书称说。莽闻之忧

惧。”⑧王莽见刘圣公自称“更始将军”，其忧惧之情足以推动其将朝中的“更始将军”再一次改回“宁始

将军”，促成此次更名的思想动力应当是王莽一贯信用的“厌胜”之法。关于“厌胜”的具体含义，史杰

鹏在《“厌胜”之词义考辨及相关问题研究》一文中指出：“‘厌胜’是一种基于使现实和预言相‘对应’，

冀图通过这种‘对应’来抵消灾祸的一种巫术，通过‘对应’来‘抵消’灾祸，而不是靠诅咒来制服灾祸，

这点是确定无疑的。”⑨其说基本可从。史文中举证的“厌胜”史例大多发生在新莽时期，可见王莽对

此法深信不疑。惜文中未将“更始将军”更名之例纳入其中。

清代学者俞樾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俞氏在《湖楼笔谈》中提到此事，并将其与前后类似史事实例

相对比：

　　王氏五侯之初起也，起土山渐台。百姓歌之曰：“土山渐台西白虎。”及王莽之败也，死于渐台。地虽异，名则

同焉。又王莽即真，拜甄丰为更始将军，遣五威将班符命于天下，有曰“海内更始”。及刘圣公起，以更始建元，此

与魏起安世殿，而晋武帝字安世。后周《华岳颂》有曰：“会一区寓纳之仁寿”，而隋文帝立，改元仁寿。事正相类，

皆几之先见者也�10。

俞樾将更始政权利用王莽采用的“更始”名号建元的现象与隋文帝以“仁寿”改元的现象相类比，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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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⑤

⑥

⑦

⑨

�10

②③④⑧　班固：《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第４１８０、４１８０、４１８５、４１９０、４１７９～４１８０页。

陈文和主编：《嘉定王鸣盛全集》第四册《十七史商榷》，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版，第３０１页。

徐世虹主编：《沈家本全集》第六卷，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９３页。

范晔：《后汉书》卷一一《刘玄列传》，第４６９页。刘圣公号“更始将军”之记载尚见于《东观汉记》：“圣公号更始将军。”（刘珍等
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６０页）

史杰鹏：《“厌胜”之词义考辨及相关问题研究》，《励耘学刊（语言卷）》２０１３年第２辑，第９９页。

俞樾：《九九销夏录》，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２７页。



我们注意。在两汉之际的纷纭战事中，这种利用名号的“厌胜”之法似乎时常可以看到一些形迹。《后

汉书·邓禹列传》载“赤眉西入关”之时，光武授予邓禹“西讨之任”，同时封拜诸将军，其中耿訢的将军

号即为“赤眉将军”①，这不免使我们联系到此时流行的“厌胜”之法。王莽将此法发挥到极致以致迷

信其中，认为名号的变更可以销解盗贼。这种思维方式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并对后期的历史产生了

持续性的影响。

结合上文所论，我们将新莽时期更始将军的设置、名号变更及其与新莽政权大事节点的对应列表

如下：
表２　新莽更始将军名号变更与政权大事节点对应表

时间 更始将军 宁始将军 新莽政权大事节点

始建国元年（公元９年） 甄丰

始建国二年（公元１０年） 姚恂
此前王莽完成包括公卿系统构建、币制改
革、王田私属令等一系列重要改制措施

始建国三年（公元１１年） 孔永

始建国四年（公元１２年） 侯辅

天凤元年（公元１４年） 戴参

天凤二年（公元１５年） 廉丹

天凤六年（公元１９年） 廉丹
天凤五年（公元１８年），赤眉力子都、樊崇
等以饥馑相聚，起于琅邪，转钞掠，众皆万
数。遣使者发郡国兵击之，不能克

地皇四年（公元２３年） 史谌
号圣公为更始将军，更始政权建立，改元更
始

　　通过更始将军名号的变更，其实也可以从侧面看出新莽政权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更始将军与宁

始将军名号的变动，为我们观察新莽改制的各个重要节点提供了有益的线索。这种阶段性特征的呈

现，进一步彰显出了“更始”这一概念在两汉政治文化中的深刻性。

通过上文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更始”概念在先秦时期生发演变并在秦汉时期的政治运作中得

以逐渐落实的过程。其由表示自然时序的重新开启衍生出政治秩序重新开启的更为深刻的政治文化

义涵。而“与民更始”“百姓更生”的上下互动也彰显出这并不是一个局限在政治上层的统治话术，而

是通过赦令等一系列具体的政治举措，表现出整个社会对旧世界更新的期待。

在“更始”观念于两汉时期的展开中我们也看到，随着时事浮沉，“更始”逐渐具有了更为复杂的思

想资源。武帝开拓雄放的盛世则呼吁“受命改制”的“更始”，而“汉历中衰”之后则诉诸历运、术数的

“延祚”。值得注意的是，成帝时以甘忠可造《包元太平经》倡说“汉家逢天地之大终”为代表，使得“更

始”理念已经开始同早期道教的“终末论”相融合，这些都为新莽时期政治合法性的树立提供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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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范晔：《后汉书》卷一六《邓禹列传》，第６００～６０１页。



思想资源①。通过对新莽时期与“更始”相关制度建构的考察，我们更进一步加深了对西汉以来“更
始”观念的认识。此后东汉虽对“更始”保持谨慎，但由于东汉末年政治昏暗，带有早期道教色彩的“终
末论”得以大为彰显并对此后中古政治的展开产生持续性影响。从渊源上来看，这仍是整个社会对
“更始”的期待以及对秦汉时期“更始”观念的延续和拓展。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１　０３　１９
作者王通，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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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① 姜守诚指出，《太平经》中“洞极之经”的部分反映了王莽时期的时代背景，从文本反映的制度建构与王莽时期的对应来看，新
莽时期有很多制度建构都带有浓厚的早期道教色彩，其中利用“天地大终”来塑造新朝的合法性就是重要表现（氏著：《〈太平
经〉研究———以生命为中心的综合考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５～７６页）。关于谶纬及道教“终末论”

与两汉政治之间的关系研究可参冯渝杰：《祈望“太平”：理想国家追求与汉末社会运动》（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２０１４年，

第１５６～１６１页。相关问题与中古时期政治的展开可参孙英刚：《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２～３１、３１３～３９９页。


